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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物”还是“格心”，可以说是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分歧的核心。朱熹解释“格”之义的弊端，在于几乎否

定了认识主体面对感知对象之后的主动挑选过程，王阳明则对“格”的意义进行了扩充。朱熹将 “格物”之“物”视为

“事”，而“格心”“正物”在阳明心学之中是一组近似的概念，都表达着对主体意向行为的自律调整。 在符号学看

来，“格物穷理”虽然对应了符号接收过程的开始，却可能在中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在王阳明的心学中，“格物”内

在包含了“正心诚意”两种有区别的符号化过程，两者共同构成了意义生成的“格物”双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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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自宋代以来，《大学》

与《论语》《孟子》《中庸》并称“四书”，成为儒学的重要

经典。 “格物”作为著名的《大学》“八条目”之一，是儒家

完成其“正心诚意”道德理想的第一步。 实际上，对“格

物”的不同理解深刻影响了心学与理学对《大学》的阐

发。朱熹与王阳明分别作《大学或问》与《大学问》，逐一

阐释各自对“三纲领”“八条目”的见解。本文以《大学章

句序》《大学古本序》《大学问》《大学或问》为基础，着重

探讨王阳明的心学理论较朱熹理学在“格物”义上的开

拓之处。

儒家传统理论中的“物”与符号学所探讨的“物”在

概念上有所重叠。 “物”首先都意指物质世界中的具体

事物，这些事物如何与意义发生联系，是符号学探讨的

重要内容，而儒家对“格物”的解释也内在地包含了对

意义生成方式的阐释。

一、“格物”之“格”的内在转向

朱熹的理学思想很多时候被笼统地概括为“存天

理，灭人欲”，这样的说法虽有其武断之处，但有助于理

解“天理”在朱熹理学中的重要地位。 对“天理”的不懈

追求是其理学的终极理想。 《朱子语类》的首篇对物质

世界的形成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有理，便有此气运行，

发育万物。”［1］在“物”之前先有“理”，决定了任何以“物”

为对象的认识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指向“理”。

故而，“格物”之目的在于“致知”“穷理”。“格物”是

参悟贯通“天理”的必由之路，“知，犹识也”。 知识是对

散落在具体事物中的不完整的“天理”的认识，只要孜

孜不倦地将知识累加聚集，就有可能无限接近“天理”。

“格物”的最终目的虽在形而上，但它作为认识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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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却属于形而下的客观世界。如此一来，贯通上下两

个世界的功夫正在一个“格”字上。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2］中，给出了对“格物”之

“格”的简明释义：“格，至也。 ”根据其对“物”的解释，可

知“格”的对象明确被限定为存在于客观世界中的具体

事物，“格物”是主体面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朱熹同

时提出了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格物者， 必物

物而格之。 ”“格物”是客观世界经验知识的累积过程。

主体一旦开始从事认识活动， 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存

在———“格”尽天下之物。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是

不可能完成的，但是这个理想的“格物”境界却导致朱

熹理学体系中的主体认识活动不可能存在“片面化”的

过程［3］。 面对纷繁的世界，主体不可以选择“格”的具体

对象， 只得将整个物质世界都纳入到自己的认识活动

当中。 朱熹虽然明白这些从事物中求得的“理”绝非是

“道”之全体，但还是人为地设置了一个超越人类认识

范围却又实在有着一定边界的宇宙观念， 鼓励人们通

过“积习”的功夫将具体经验合成，为不断接近“天理”

而努力。

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对“天理”的参悟必须从客

观世界出发才具有可行性，想要去认识“天理”，须得从

“一物一理”处“一物一格”。做踏实功夫，即使不能“格”

尽天下之物，也要在一物之上极穷其理。 因此，“格”的

其他释义都被朱熹排斥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大学

或问》相当系统地反驳了将“格”解释为“扞或御”的观

点。 如果按照“格，御也”的解释，格物就从“至物”的外

向性认识活动转为“绝物”的精神活动。 朱熹认为：“则

是绝父子而后可以知孝慈，离君子而后可以知仁敬也。

是安有此理哉。 ”

由是可知，朱子之“格”不曾离却事物。所谓“天理”

外在于主体，直接经验被看成是捕捉意义的唯一途径。

“理”和“气”一样都是绝对客观的，且相对容易获得。此

观点饱含着亲近客观世界的认识热情，认为单纯依靠

主观世界的存养功夫违背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

逻辑顺序，因而是不具有实践意义的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

自朱熹所编之《四书》被定为官学，后世之儒生皆

是其理论的接收者，其学说莫不以朱熹之《四书集注》

为先文本。 虽然王阳明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归孟子之

学， 但在他的心学理论中仍有许多问题与朱熹的学说

脉络相通，多数时候显示出一种理论包容性，将朱熹的

理学思想再度阐发。

主体在遭遇到感知刺激之后，自然而然会有所反

应。在此过程之中，人心对外界刺激的意义解读到底是

否具有合法性，是朱熹和王阳明理论分野之处。对心与

性、性与理是“一元”还是“二元”认识的不同，导致他们

对世界意义建构方式的不同。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的现实让试图“格尽万物”的尝试不得不面临一种

筛选压力。 同样的，在“格尽一物”的认识探索过程中，

穷极意义终点的能力也超出了认识主体的能力范围，

进而形成了一种内在矛盾。按照这种认识方式，主体似

乎被囚于一个无底幽穴之中，显得无力和无奈。朱熹之

“格”的弊端，在于几乎否定了认识主体面对感知对象

之后的主动挑选，认为对于符号文本，主体只是在机械

地接收和记录“天理”赋予的唯一意义，而不能展开进

一步的解释寻到额外的发挥空间。《大学或问》中，朱熹

以“一物格而万理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之句，表达了

对主体解释能力的怀疑态度。 但可以说， 朱熹所言之

“格物”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不论主体是否存在认识

的意愿，意义独立于认识主体，自在于万物之中。 如此

一来，意义根本就不需要被解释。

与之相反，王阳明心学理论中的“格”，首先是指主

观世界里的精神自省。 《大学问》中对“格”之意义作出

了如下的阐发：“格者， 正也， 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

也。 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 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夫是之谓格。 书言 ‘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

心’，格物之格实兼其义也。 ”

王阳明认为，“格”兼有两种意义，实际上扩充了

“格”的作用和范围。 传统解释中，“格”作为认识动作

的意义并没有被完全消解，只是“格”的对象，从形而

下之“气”构成的物质世界变为一个全新的现象世界。

“格物”等同为“正心诚意”，从而完成了一次内转。 从

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王阳明所谓的“格”，无疑是指与

意向行为相关的活动。 在儒家的文化语境之内，这种

意向行为的修正处于某种道德标准的掌控之中 ，

“物”藉此全然成为现象之物。 “格”的第一层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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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意义活动的主体向外发送意图的准备活动。

对于物质世界的感知刺激，心学继承理学沉淀，将自

然物纳入到主体的意义活动中， 赋予其意义并且对

解释意义显示出了极大的宽容态度。 “格”在王阳明

那里拥有了更多的灵活性， 可以在物质世界与现象

世界之中游刃有余而互不冲突。

王阳明对“格”意义的扩充，重新回归儒家的“内

圣”传统，使朱熹理论体系中形而上、形而下两个泾渭

分明的世界在一个“格”字的统摄下，变成无所谓“上一

截”“下一截”的浑融状态。 意义是内在于主体之中的，

依赖主体将其投入到世界万物之中， 主体有能力决定

意义活动的开始和终止， 有能力判定意义深度是否达

到了预期的解释目标，因而显得颇有生气。“格”字虽然

从外向的观察记录行为，内转为对意向行为的调整，却

因为占据意义活动的主体地位而摆脱了沉闷的意味。

二、“格物”之“物”的范畴界定

在朱熹所注的《四书》里，将 “格物”之“物”视为

“事”的同义反复。《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朱

熹深以为然，事物是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具体存在，理—

气—物之间的天然联系看似暗示了“即物穷理”的可操

作性， 但朱熹将天性与人心的生硬对立实际上阻断了

这种可能。朱熹用二分法把“理”与“气”、“心”与“性”都

截然分开，“理”与“性”又作为“心”与“气”的先决条件，

分别属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世界。 朱熹的理气二

分法是其哲学系统中用以解释世界本源的方式，《朱子

语类·卷一》认为“理”与“气”的复杂运化是宇宙间诸事

物现象的内在动因。在形而下世界里，万物因气之聚拢

而得形， 这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本身就是一个符号化

的过程，认为“天理”将先在的意义灌注到万事万物之

中。但这一符号化过程的实施者是抽象的“天理”，而不

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不管是朱熹的理学，还

是王阳明的心学，都存在着对道德性命的追求与思考。

他们对意义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反映在对“止于至善”的

追求之中，在对纷繁世界的发现与认识过程中，始终

抱有“成圣”的内在道德要求。 在这里，可以将这种特

殊的儒家意义活动一般化， 才方便纳入到符号学的

思考之中。

“即物穷理”是认识观察事物以求得天理至善。 朱

子谓：“格物，适道之始。 ”这样的说法就把存在于客观

世界中的认识活动卷入到存养功夫之中， 将认识心修

炼为是非心。 如果将道德层面的认识能力与辨别能力

概括为符号学角度的感知接收和接受、 内化问题，那

么，朱熹所倡导的修炼方式“积习”，显然在意义的内化

与再述上存在弱点。 将在物质世界中获得的经验简单

累加起来，而拒绝主体对感知进行解释，并不能有效地

将知识经验内化， 认识主体消极记录下来的既成之理

如何触及人之“私心”并将其改造成为“道心”，是缺乏

中间环节的。所以，王阳明认为朱熹对“格物”的理解出

现了偏差。 他发现，从认识心到是非心的突兀跨越是无

迹可循的，“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4］81？从

符号学的角度来理解， 作为自然物的草木之类属于无

发送符号，其本身没有发送意图，需要在符号化过程中

获得意义，而这一意义活动的主体必然是人，人通过解

释将意义给予自然之物。 但解释意义恰恰是被朱熹所

否定的， 由人主导的解释意义往往因为沾染了私心私

欲而成为“天理”修正的对象。朱熹于每事每物上求“定

理”的过程实际上颠倒了“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的

逻辑顺序，如无“生知安行”的认识主体，外求的他律标

准如何被有效识别和运用就成了一个问题。 王阳明发

现了朱熹理论中的这一缺失之处并加以完善， 因此其

心学理论赋予了人作为解释主体的合法性。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虽也将“物”训为“事”，但此

“事”非单指朱熹之形而下之器，而是另外拓展出内在

于精神世界中的意义范畴。 王阳明所谓之“物”可参考

《大学问》《传习录》中的几节来理解：

“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4］113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

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4］38

“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4］38

“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孝亲便是物。 ”［4］45

在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中，“物”与“心”“意”“念”等

意向性活动相关，是“意之所在”的意识对象，其本身就

是“意之所发”，生成于意识活动之中，而一切的意识又

必须指向“物”这一意向性客体。 既然“物”是意识的内

容，那么“格物”之“格”的对象就是意识本身。 “格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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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物”，等同于“格君心之非”的意向性活动，是非心

取代认识心对意识内容进行道德凝视， 进而作出自律

的修正。

意义活动是“心”的能力，“心”对事物的评价能力

是先于经验的， 无差别地存在于每个人之中。 如此一

来，“心”处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主导意识行为，检视意

识本身。 “格物”“正心”是主体意愿投射进意向性客体

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是向外的，亦可以是向内的。 外

向时，“格物正心”表现出对客体的评价能力，进而可以

这样理解———人之本心，对被还原为意识内容的对象

具有理解能力。内向时，“格物正心”是生成主体意图并

将其编码为一个待发送的符号文本的过程。 这种对意

识内容的编码与解码的“心之所动”可称之为“意”。 在

此，“意”不能单单理解为是一种意念或是意识。 ①由于

“意”和“物”两个概念紧密相联，“意之所在便是物”的

论断被不断地强调，“物”在这里是 “意”直接作用的对

象。 于是，“意” 是对心之内外的意识对象的一连串反

应、解释行为，而不单是指意念、意识。“意”成为人心发

送意义，解释意义的一种元语言行为。“意”的编码活动

生成意图意义———“物”， 等待以合适的符号文本进行

表达，同时对被感知到的物质刺激（朱熹理学传统之中

的“物”）进行解码，生成解释意义。 “意”是人的纯然本

心构筑现象世界的具体方式。进一步来看，“意”时时刻

刻指向“物”，“物”只有在作为“意”之对象之时才可能

具有意义。

而“意”作为“心之动”，又无时无刻同时与“人心”

同处一个主体之下，王阳明曾在《传习录·下》中以一段

颇有意境的描述来解释主体意向行为对于意义生成的

影响：“你未看到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

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

外。 ”［4］79只有在主体意欲视、听、言、动之时，被捕捉到

的感知呈现才会被建构成意义。同时，阳明心学并未否

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未看花时” 只是对象没有参与到

此刻主体进行的意向性活动之中， 山花所携带之意义

并未就此消解，只是与主体“同归于寂”。一旦“花”不在

“心”的感知范围之内，就成为符号学之中的潜在符号。

虽然此刻没有被赋予意义，但是一旦成为意识的对

象，就可以被解释出无限涵义。从这个意义上看，阳

明心学将意义与解释勾连在一起，意义不再独立于

主体之外， 而是全然依靠主体的意向行为吞吐信

息，从而解构意义，故而可以说“心外无物”和“心外

无理”。

在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体系中，“心”作为“意义器

官”对于“物”具有双向的吐纳能力：把感知到的自然存

在对象化进而开始意义的解码过程， 同时也可以对意

义编码生成意图意义，向外传输信息。“格物”之“物”的

意义之一，就是“意”编码的结果，是有待发送的意图意

义，经过“知行合一”形成具体的符号文本。在一般的符

号学讨论中，意图意义无法回溯，只能从符号文本中推

断而得， 而解释意义则是接收者使用自己元语言解码

而成的独特存在。在儒家的道德语境内，纯然本心对意

向性客体的意义给予过程要以“止于至善”的诉求为标

准元语言，故曰“诚意”。 因此，意图意义反而是最重要

的部分，体现为要求意图与文本的高度统一。一旦失去

了诚信意图的支撑， 再完美的符号文本都不具有道德

的正确性，从而被取消了表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发

送意图的重视，说明了在心学范畴之中，主体的意愿得

到了充分的尊重。只有在主体有意识地发送意义之时，

动作、行为、文本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符号行为。 且看

《传习录·上》中的一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 何曾有

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

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

是错。 ”

在以上一段之中，王阳明已然从伦理判断的高度

注意到意向行为对意义生成的重要性。 是非善恶的标

准全在于主体的意愿之中， 观花用草看似是直接经验

活动，也无法回避意向的参与，主体对于感知呈现只选

取一部分进入自己的意义活动当中，成为典型的“片面

化”过程，凡是主体不予解释的部分皆成为“噪音”。 朱

熹理想之中那些抛开了个别解释的“即物穷理”的状态

①陈来认为：“阳明哲学中的‘意’，如果笼统地说，主要指意识或意念。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

版社，199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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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彻底失灵， 认识活动可能从一开始就被主体的意

愿预设了结果， 这种先于经验的判断在王阳明那里被

定义为一种错误。但是，阳明心学之中也只是含混地以

“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

来描述一种“善恶未发”公正的判断标准。

意图意义、 文本意义和解释意义实际上是无法

统一的， 但正是其中存在的偏差让这三者的完美对

应成了儒家文化中的重要道德理想。 “自有内圣”的

状态从伦理角度规定了主体意向活动的道德合法

性，既然主体对于意义生成起着决定作用，那么只要

主体在意义活动中使用的元语言系统符合儒家的道

德标准， 就可以在主体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近乎

完美地统一了从前对立的“道心”和“人心”。 当发送

主体用恰当的符号文本表达了诚信意图又被他者完

全接收和理解， 就达到了王阳明所预想的 “格物正

心”的最高境界。

相对于朱熹为“格物”提出的“积习”方法，“诚意”

则是王学中需要遵守的“格物”原则。 当“格物”的实际

意义转向“格心”，“诚意”在《大学》“八条目”之中便成

为核心。 “不诚无物”说明被主体忽视的感知呈现根本

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意义，这是心学范畴中对“物”的独

特界定。 “格心”“正物”在阳明心学之中是一组近似的

概念，都表达着对主体意向行为方向的自律调整。它们

首先是意识的活动，而所谓的“诚意”功夫可以这样理

解：主体存在发送和解释意义的需求，而后通过“意”，

使用一套元语言对意图意义进行加工， 对感知呈现进

行解释，在现象世界中反复斟酌，最终完成内外两个世

界的意义活动。

三、“格物”在意义活动中的地位

从符号学角度解释朱熹的“格物”之说，可以认为

物质世界是“理气”运行的结果，先在于物质的是充当

“绝对精神”的“天理”。如此的世界观表明，对于朱熹来

说，一切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天理”，由“气”凝结有形

的事物之中包含的“定理”都是不容许解释、具有神圣

性的“天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世间万物之“定理”的

总和就是“天理”本身了。

在符号学范畴中，“物”绝非一个单纯的“物质”概

念。 但是，由于大部分的符号都具有物质性［3］27，朱熹的

“格物”对象恰恰可以相对单纯地理解为“物质”。 可以

将形而下世界中的“物”看作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是“形

而上之道”在形而下世界的再现体，世间万物所共同承

载的正是一个永恒的、超越的、绝对的意义。 这个终极

意义本身就是解释世界存在的方式， 而自身无需任何

理由。按照这样的世界观，“格物穷理”虽然对应了符号

接收过程的开始，却在中途无法继续进行。 一般来说，

完整的符号意指过程需要符号、 对象和解释项三个部

分［3］98。而从“格物穷理”来看，由于“天理”的神圣性是先

天排斥解释的， 主体在接收符号文本之后就停留在了

“呈位”阶段［3］120，而不能展开其表意潜力。 “格物穷理”

无法完美对应经典的符号过程， 而旨在跳过个性化的

解释直接发现、认识“天理至善”。 单从对行为的规范、

引导层面上来看， 这更接近于一个信号的发送接收过

程，它要求人以行动表达对信号的感知。就存养功夫来

看，对解释意义的抗拒态度无法让“格物”这一认识活

动有效内化， 人始终处于被动的认识地位而不能进行

意义活动。

“格物” 二字在王阳明心学中兼有双重意涵，“格”

可以自由出入道器之间， 有时作为对携带意义感知的

接收，有时是元语言机制的内在自律修正；“物”可以是

由意识生发而出的意图意义， 有时是经过对象化的自

然存在。王阳明心学对现象世界重视的同时，也没有削

弱理学传统“未曾离却事物”的朴素追求，肯定了物质

世界的存在，却从“心”上说去。王阳明心学对“格物”的

重新界定消弭了私心与天理曾经的隔膜，以“先验自我”

替代“绝对精神”，形成物质世界意义的发生方式，构筑

了一个与主体永远发生着活泼意义关系的独特范畴，

用“格物正心”完成“内圣之学”。

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之心，是孟子开拓出的儒家

内在道德自律传统， 人性本善驱使下的意图与行为都

在这种道德自律性的统辖之内。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

中，对外部世界的判断标准，就是内在于人心的本然良

知。从求“天理”到求“放心”，从心所欲任意而为仍能符

合“止于至善”的道德准绳，这种修为本身就是对能力

元语言提出的极高要求。 人善意的表达关乎这种能力

元语言是否恰当地对发送意图进行了表达， 从而保证

“知行合一”之处意义与符号文本的有机结合，要求“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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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接收者和这个发送者，必然共享一个世界……”。①所

有意义都是解释意义， 对同一事物使用不同的元语言

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面对开放的意义系统，主体将

解释停留在何种层面之上， 是其能力元语言作用的结

果。一方面，将本然良知不断纯化成为更充分的符号主

体，以便对特定的意义活动解释出更深层次的意义；另

一方面， 也有可能把更加丰富的内涵灌注到一草一木

等自然之物上。此时，“格物”的过程就是以纯然本心拥

抱世界、润泽万物。

在心学范畴中，“物”自身具有的弹性意义，使其可

以同时出现在意义活动中接收与发送的两端而互不矛

盾。人首先把握住了意义行为的主动性，积极地向外拓

展表意活动。 与此同时，作为接收者，人也从未丧失对

意识对象的积极选择， 从而牢牢占据着意义活动的主

体地位。 主体先要通过“格物”获得意向行为的明确方

向性，完成解释行为的内在元语言系统设置，以形成独

立的现象世界，其后方能开始对物质世界的探索。意向

性活动可以取代认识活动成为生命展开的第一步，感

知、认识世界的过程皆为人心所动，这个人心不再是得

天理而后生之心，而是可以自我修正的本然良知。

可以说，“格”是主体凝神于对象的动作，这一刻主

体有意识地将焦点落在某思、某物之上，将其从嘈杂的

环境中剥离，用“心之所动”锁定意识对象。 “格物”内

在包含了“正心诚意”两种有区别的符号过程，“正心”

是开始对感知呈现进行片面化筛选的行为；“诚意”是

主体能力元语言的运作过程， 两者共同构成了意义生

成的“格物”双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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